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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条形码技术在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 
应用研究进展 

姜华军*, 朱子龙, 魏  敏, 刘书畅, 王文玫 
(威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威海市食品药品质量评价与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威海  264210) 

摘  要: 随着全球海产品供应和消费量逐年增加, 以次充好、掺假造假、标签错标等欺诈行为时有发生, 这不

仅侵害消费者利益, 还可能带来食品安全问题。海产品物种鉴定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也是保障海产

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环节。DNA 条形码技术作为一种生物分类学研究工具, 为海产品物种鉴

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本文主要介绍了 DNA 条形码技术的发展现状, 并

综述了 DNA 条形码技术在鱼类、甲壳类等多种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尤其是与下一代测序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高分辨率溶解曲线分析(high resolution melting analysis, HRM)等最新技术手

段的结合, 在深加工海产品等复杂样品的鉴定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为 DNA 条形码技术在海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中的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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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NA barcoding i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seafood 

JIANG Hua-Jun*, ZHU Zi-Long, WEI Min, LIU Shu-Chang, WANG Wen-Mei 
(Weihai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Weihai Key Laboratory for Food and Drug Quality Assessment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Weihai 26421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supply and consumption of seafood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fraudulent behaviors such 

as passing off inferior products as quality ones, adulteration and mislabeling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This not only 

infringes on consumers’ interests but may also pose food safety risks. Th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seafoo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and an important step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seafood and safeguarding 

consumers’ interests. DNA barcoding, as a tool for taxonomy, provides an effective technical means for th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seafood an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worldwide. This review mainly introduc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NA barcoding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pplication i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various seafood such as fish and crustaceans.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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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and high resolution melting analysis (HRM), DNA barcoding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plex samples like deep-processed seafood. This review will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NA barcoding in the supervision of seafood safety. 
KEY WORDS: DNA barcoding; seafoo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0  引  言 

海产品营养价值高, 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矿物

质、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 可供食用

的海产品涵盖鱼类、甲壳类、贝类、头足类、棘皮类等多

个类别。现有研究表明, 合理摄入海产品对人体健康具有

积极作用。例如, 海产品中富含的维生素 D 能够促进人体

对钙的吸收, 对骨骼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锌元素参与人

体多种酶的活性调节, 具有促进细胞分裂、维持免疫系统

正常等功能; Omega-3 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

和胆固醇水平, 辅助预防心脑血管疾病[1]。近几年来, 全球

水产品捕捞和养殖产量稳步提升,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发

布的《粮食展望》报告显示, 2025 年全球水产品总产量预

计达到 1.97 亿吨, 同比增长 1.7%, 其中野生捕捞产量预计

增长 0.7%, 养殖产量预计增长 2.7%。同时, 全球水产品消

费量也逐年增加,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24 年发布的《世界

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显示, 1961 年至 2022 年, 全球

水产品人均年消费量由 9.1 kg 增长至 20.7 kg。《2025 中国

海洋发展指数报告》显示, 我国海洋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

居全球首位。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国, 年均消

费量约占全球消费总量的 45%。 
随着全球海产品消费量的增加, 掺假、造假现象时有

发生, 最常见的掺假形式就是以低值品种冒充高值品种, 
以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 比如以低价的巴沙鱼冒充高价的

龙利鱼、以养殖的虹鳟鱼冒充三文鱼等。还有加工制品成

分的掺假, 比如在虾糜制品中掺入了鱼肉或其他低值肉类

成分。海产品掺假造假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利益, 还可能会

给人体健康带来风险, 比如病原微生物污染、化学物质残

留、生物毒素危害以及过敏反应等。 
传统的物种鉴定主要基于大小、形状、颜色、质地等

形态学特征, 但是形态学鉴定往往需要专业的培训和丰富

的经验, 而且部分海产品经过加工后会导致形态特征被破

坏, 从而增加了鉴定难度。基于 DNA 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

法为海产品鉴定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尤其是 DNA 条形码

技术, 已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海产品的物种鉴

定和虚假标签的鉴别[2–6]。本文主要综述了 DNA 条形码技

术的起源与发展, 及其在多种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研

究进展, 为 DNA 条形码技术在海产品质量控制以及食品

安全监管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DNA 条形码技术简介 

DNA 条形码技术是利用一段标准的短 DNA 序列, 结
合测序和序列比对进行物种鉴定的一项技术。2003 年 , 
HEBERT 等[7–9]首次提出了 DNA 条形码的概念, 发现线粒

体细胞色素 c 氧化酶 I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 COI)
基因序列可作为 DNA 条形码来进行物种鉴定, 并将 DNA
条形码技术成功用于 260种鸟类的鉴定, 为 DNA条形码技

术在物种鉴定和分类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2004 年, 生命

条形码联盟(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 life, CBOL)成立, 
旨在推动 DNA 条形码技术在生物物种鉴定中的应用, 并
于 2007 年建立了生命条形码数据系统(barcode of life data 
systems, BOLD), 截至 2025 年 12 月已收录了 2513.6 万条

DNA 条形码序列, 涉及的物种涵盖 27.9 万种动物、10.1 万

种植物、2.7 万种真菌及其他物种(https://boldsystems.org/), 
使 BOLD成为全球最权威的 DNA 条形码研究与应用平台。 

与传统的形态学分类方法相比, DNA 条形码技术具

有以下优势[10]: (1)可利用部分组织进行鉴定, 不受样本形

态完整性的影响; (2)可鉴定形态相似度较高的物种; (3)可
鉴定不同发育阶段形态差异较大的物种; (4)可鉴定形态可

塑性较强的物种, 比如外部形态易受环境影响而改变的物

种; (5)鉴定未知物种; (6)发现隐存种。 
大量研究表明 COI 基因是动物物种鉴定的首选 DNA

条形码, 在几乎所有动物物种 COI 基因的 5′端都能找到通

用序列作为扩增引物, 且一般情况下 COI 基因序列的种间

遗传变异大于种内遗传变异, 种间和种内遗传变异之间存

在的间隔区称为条形码间隔, 这是评价 DNA 条形码是否

理想的重要指标[11–12]。另外, 细胞色素 b (cytochrome b, 
Cytb)、12S 核糖体 RNA (12S ribosomal RNA, 12S rRNA)、
16S 核糖体 RNA (16S ribosomal RNA, 16S rRNA)等线粒体

基因也是动物物种鉴定常用的 DNA 条形码。Cytb 与 COI
两 种 DNA 条 形 码 的 物 种 鉴 定 水 平 相 似 , 但 是

FERNANDES 等[13]研究称, 在采用高分辨率溶解曲线分析

(high resolution melting analysis, HRM)进行鳕科鱼类的鉴

定方面 Cytb 比 COI 更有效。另外, Cytb 和 COI 基因在区分

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方面缺乏足够的多态性, 而 12S rRNA
和 16S rRNA 基因成为合适的替代, 它们在物种间存在高

度保守的序列, 而在这些序列中又散布着物种特异性的短

可变序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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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条形码基因序列应具备以下特征[15–16]: (1)应有

足够地变异, 可以区分不同的物种; (2)具有一定的保守性, 
便于设计通用引物进行扩增; (3)必须是一段标准 DNA 片

段, 通常为 200~800 bp, 能够尽可能地鉴别不同分类群; (4)
包含足够多的系统进化信息, 以精准定位物种在分类系统

中的位置; (5)目标片段应足够短, 能够满足部分受损 DNA
样本的扩增。线粒体基因因没有内含子, 且多为母系遗传, 
重组现象较少, 更适合作为通用 DNA 条形码[17]。 

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 DNA 条形码技术的检测速度

和准确性也不断提升。目前常用的测序技术除了 Sanger 测
序, 还包括下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以
及以 PacBio 和 ONT 为代表的第 3 代测序[18]。NGS 又称为

高通量测序, 与 Sanger 测序相比, NGS 速度快、通量高且

成本更低。DNA 条形码技术与 NGS 相结合, 即为 DNA 宏

条形码技术, 可以一次性检测多个条形码序列, 从而实现

复杂样本中多物种的同时鉴定。目前, DNA 宏条形码技术

在海产品物种鉴定中也有广泛应用[19–22]。 

2  DNA 条形码在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 

可食用海产品种类繁多, 其中鱼类是最庞大的类别, 
常见的可食用海鱼如三文鱼、鳕鱼、黄鱼等, 虾、蟹等甲

壳类和贻贝、牡蛎等贝类也是常见的海产品类别。DNA
条形码为海产品的物种鉴定提供了快速、准确、灵敏的技

术手段, 近年来, 随着序列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 DNA 条形

码技术在各种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2.1  在鱼类物种鉴定中的应用 

在鱼类的物种鉴定中, COI 基因是最常用的 DNA 条

形码。黄曼虹等[23]以 COI 基因为目标基因, 采用 DNA 条

形码技术对江苏市场 127 份 42 种常见鱼肉样品进行鉴定, 
在种和属水平总的鉴定成功率为 90.48%, 表明 DNA 条形

码技术对我国市场常见鱼肉样品的物种鉴定具有可行性。

LIU 等[24]以 COI 基因为靶标, 用 DNA 条形码技术对广州

超市和寿司店中不同种类的 139 份鱼类产品进行鉴定, 结
果有 30 份样本(21.58%)标签错误。罗纯等[25]分析了中日沿

海 40种鱼类的COI基因序列, 结果支持将花鲈分类为中国

花 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 和 日 本 花 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中日两国的白姑鱼(Pennahia argentata)为两个

亚种或独立种。王楠等[26]以 COI 基因为靶标、16S rRNA
基因为辅助靶标, 对 17 种市售鲑科鱼类样品进行了鉴定。

王紫晔等[27]对大西洋鲑(Salmo salar)等 29 种鲑科鱼类的

COI 基因序列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基于 COI 基因的 DNA
条形码技术可有效用于三文鱼的真伪鉴别。CHEN 等[28]以

COI 基因为 DNA 条形码, 对黄鱼属(Larimichthys spp.)及其

形态相似的鱼种进行鉴定, 结果发现有 37.03% (10/27)的

产品存在标签错误。CHEN 等[29]还结合了 DNA 条形码技

术与 HRM, 建立了黄鳍东方鲀(Takifugu xanthopterus)、暗

纹 东 方 鲀 (Takifugu fasciatus) 、 菊 黄 东 方 鲀 (Takifugu 
flavidus)、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等 4 种河鲀的鉴定

方法。以上研究表明, 基于 COI 基因的 DNA 条形码技术

可用于多种鱼类的物种鉴定以及系统进化分析。但是在市

售产品的鉴定方面, 加工方式对鉴定结果有较大影响, 比
如在 LIU 等[24]和王楠等[26]的研究中, 均有罐头类样品的

COI 基因测序失败, 原因可能是罐头加工过程中的高温高

压工艺会导致 DNA 降解断裂, 从而难以有效扩增出完整的

靶基因序列。而王楠等[26]采用的 16S rRNA 微型条形码在罐

头类样品中能够成功扩增并测序, 可作为 COI 条形码的补

充。另外, 对于多物种混合样品的鉴定, 基于 Sanger 测序的

DNA 条形码技术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王楠等[26]的

研究中有5份样品经Sanger测序出现多峰, 无法完成序列的

拼接; 在 CHEN 等[29]的研究中, 部分样品是包含猪肉及河

鲀的混合样品, 但是Sanger测序只能检测到猪肉成分, 可能

是由于其中河鲀成分含量较少或者通用引物对猪肉基因的

扩增效率更高, CHEN 等[29]采用了特异性更好、灵敏度更高

的 HRM 技术, 实现了对混合样品中河鲀成分的鉴定。 
微型 DNA 条形码技术是采用一段更短(<350 bp)的标

准 DNA 序列进行物种鉴定, 能够解决食品加工后 DNA 降

解或片段化而导致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扩增效率低的问题, 因此微型 DNA 条形码

更适用于深加工产品的鉴定[30–31]。SHOKRALLA 等[32]基

于 COI 基因, 筛选了 6 条微型 DNA 条形码, 用于 44 种加

工鱼类产品的鉴定, 结果有 41 种(93.2%)能在种或属水平

上鉴定出来, 微型 DNA 条形码扩增的最大成功率为 88.6%, 
远高于全长 DNA 条形码的 20.5%。ZHAO 等[33]分别采用

全长 DNA 条形码和微型 DNA 条形码对我国市场的 305 种

加工鱼类产品进行鉴定, 发现全长 DNA 条形码的扩增率

仅为 19.3%, 而微型 DNA 条形码的扩增率达 90.2%, 且发

现 111 份(36.4%)的样品鉴定结果与标签不符。姚丽锋等[34]

和潘影俊男等[35]分别以 COI 基因为靶标, 筛选得到微型

DNA 条形码, 建立了鱼胶物种鉴定的 DNA 条形码方法。

陈文炳等[36]选取了 16S rRNA 基因中长度为 243 bp 的序列

作为微型 DNA 条形码, 建立了美洲鳗(Anguilla rostrata)、
欧洲鳗(Anguilla anguilla)和日本鳗(Anguilla japonica)的物

种鉴定方法。FERNANDES 等[13]基于 Cytb 基因, 采用微型

DNA 条形码技术与 HRM 相结合, 用于大西洋鳕(Gadus 
morhua)等 4 种鳕科鱼类的鉴定。在 DNA 宏条形码的应用

方面, WANG 等[37]结合 16S rRNA 微型条形码与 Illumina 
HiSeq2500 高通量测序平台 , 实现了对大西洋鲑 (Salmo 
salar)等 8 个鲑鱼物种的准确鉴定, 通过对 32 份样品进行

鉴定, 发现有 16 份(50%)存在标签错误。LEE 等[38]采用宏

条形码技术, 分析了我国台湾市场 120 份不同品牌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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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鱼糜制品样品, 鉴定出了至少 37 种软骨鱼类, 其中包括

26 种濒危物种。 
以上研究表明, 微型 DNA 条形码技术是深加工鱼类

产品物种鉴定的有效工具, 其对目标基因序列的扩增成功

率远高于全长 DNA 条形码, 能够解决加工工艺导致的

DNA 降解断裂问题, 从而弥补传统 DNA 条形码技术对深

加工样品鉴定准确率低的不足。微型 DNA 条形码与 HRM
技术结合, 可以提高混合样品中目标成分鉴定的灵敏度。

微型 DNA 条形码与 NGS 结合的 DNA 宏条形码技术大大

提高了深加工、复杂样品鉴定的成功率, 而且可用于样品

中多种未知成分的全面鉴定。 

2.2  在甲壳类物种鉴定中的应用 

DNA 条形码技术在甲壳类物种鉴定中的应用研究也

较多, COI 基因也被证明是甲壳类理想的 DNA 条形码, 
Cytb、16S rRNA、12S rRNA 等其他线粒体基因也有应用。

HAYE 等[39]将 COI 条形码用于鉴定智利市场 7 种商业化的

蟹肉产品, 发现一种产品存在标签错误, 鉴定结果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为爱德华氏后蟹 (Metacarcinus edwardsii)。
VARTAK 等[40]以 COI 基因为 DNA 条形码鉴定了远海梭子

蟹(Portunus pelagicus)等 11 种可食用蟹类, 并用于印度餐

馆中 50 个蟹类样品的检测, 结果发现全部存在标签错误、

以次充好的行为。王娜泠等[41]采用 COI 基因为 DNA 条形

码 , 成 功 鉴 定 了 浙 江 沿 海 的 红 星 梭 子 蟹 (Portunus 
sanguinolentus)等 6 种常见蟹类。王娜泠等[42]还基于 Cytb
基因对 5 种蟹类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 与相应蟹类的形态

学分类结果相一致。易啸等 [43] 分析了周氏新对虾

(Metapenaeus joyneri)等 32 种对虾的 COI 基因, 证实了基

于 COI 基因的 DNA条形码技术可用于对虾科的物种鉴定。

HU 等[44]基于 16S rRNA 和 12S rRNA 双基因, 采用宏条形

码技术对中国电商平台销售的 24 种虾糜制品进行鉴定, 
结果发现有 21 种样品存在标签错误 , 其中以斑节对虾

(Penaeus monodon)、日本沼虾(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等其他虾类被南美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替代的情况

尤为值得注意。DNA 条形码与 HRM 的结合在甲壳类物种

鉴定中也有广泛应用, FERNANDES 等[45]以 COI 微型条形

码为靶标, 基于 HRM 分析建立了一种可特异性鉴别斑节对

虾(Penaeus monodon)等 5 种亲缘关系相近的对虾的新方法。 
以上研究表明, 基于 COI 等线粒体基因的 DNA 条形

码可有效地用于虾、蟹等甲壳类物种的鉴定和系统发育分

析。在 HAYE 等[39]的研究中, 用于鉴定的 333 份样品中仅

有 114 份能够成功测序, 其中罐头产品的测序成功率最低, 
证明了罐头加工过程可能会导致 DNA 降解, 从而影响

DNA 序列质量。在 HU 等[44]的研究中, 采用了 16S rRNA
和 12S rRNA 双基因作为 DNA 条形码, 可提高鉴定的成功

率和准确度。FERNANDES 等[45]的研究证实了, HRM 技术

因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更适宜于亲缘关系相近的

物种鉴定。 

2.3  在贝类物种鉴定中的应用 

刘君等[46]采用基于 COI 序列的 DNA 条形码技术对中

国沿海的紫贻贝(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等 11种贻贝科种

类进行研究, 证实了 COI 基因作为条形码用于贻贝科物种

鉴定的可行性。王航俊等[47]利用 DNA 条形码技术, 基于

COI 基因和 28S核糖体 RNA (28S ribosomal RNA, 28S rRNA)
基因对浙江沿海海域采集的 232 个牡蛎样品进行鉴定, 共
检测出 3 属 10 种牡蛎 , 其中优势物种为熊本牡蛎

(Crassostrea sikamea)和福建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
HENG 等[48]以 COI 基因和 28S rRNA 基因序列为 DNA 条

形码, 对海南岛天然分布的牡蛎科贝类进行鉴定, 共发现

14 种 牡 蛎 , 优 势 物 种 为 马 拉 邦 牡 蛎 (Saccostrea 
malabonensis)。GENSE 等[49]以 150 bp 的线粒体 16S rDNA
片段为靶标, 基于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平台, 开发了一种

鉴定食品中贻贝、扇贝和牡蛎等双壳类物种的 DNA 宏条

形码方法, 并证实了该方法适用于多种复杂且深加工食品

中双壳类物种的鉴定。 
王航俊等[47]和 HENG 等[48]的研究中均采用了 COI、

28S rRNA 两种基因作为 DNA 条形码, 进行牡蛎的物种鉴

定, 结果均发现, 28S rRNA 基因物种间的遗传距离明显小

于 COI 基因, 在物种间的分辨率不足, 只可初步用于牡蛎

属阶元的分类鉴定。28S rRNA 作为核基因, 进化速率较慢, 
序列保守性高, 种内变异程度低, 因此, 其作为 DNA 条形

码用于物种鉴定的适用性不强。 

2.4  在其他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 

DNA 条形码技术在海参、乌贼等其他海产品物种鉴

定中的应用也有报道。律迎春等[50]对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等 7 种海参 43 个个体的 COI 基因序列进行了分

析, 证实了 COI 基因作为 DNA 条形码进行海参品种鉴定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胡冉冉等[51]以 COI 基因和 16S rRNA 基因

为靶基因建立DNA条形码方法, 对 24份市售海参样品进行

鉴别, 结果发现 6 份样品与标签名称不符。DAI 等[52]采用

COI 和 16S rRNA 两个基因为 DNA 条形码对中国海域的金

乌贼(Sepia esculenta)、砂蛸(Amphioctopus aegina)等 34 种

蛸亚纲物种进行鉴定, 证实了 DNA 条形码技术在中国蛸

亚纲物种鉴定方面的有效性。王萍亚等[53]经过筛选得到适

用于乌贼鉴定的 12S rRNA 基因 DNA 条形码, 提高了乌贼

鉴定的准确度。 
在胡冉冉等[51]和 DAI 等[52]的研究中, 均采用了 COI

和 16S rRNA 两个基因作为 DNA 条形码, 成功用于海参和

蛸亚纲的物种鉴定, 对于亲缘关系较近、序列差异较小的

物种而言, 单一靶标的DNA条形码有时无法准确鉴定, 而多

基因 DNA 条形码可以弥补单一靶标的局限性, 使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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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准确。王萍亚等[53]采用文献报道的多组 COI、12S rRNA
和 16S rRNA 通用引物, 均不能有效扩增出所有乌贼样品

的靶基因, 这表明 DNA 条形码通用引物在部分物种的鉴

定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针对乌贼 12S rRNA 基因序列

设计的特异性引物, 扩增和鉴定成功率达到 100%, 可作为

乌贼 DNA 条形码鉴定研究的有效补充(表 1)。 
 

表 1  DNA 条形码技术在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Table 1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NA barcoding i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seafood 

鉴定物种 样品类型 物种数 样品数 条形码基因 序列分析技术 鉴定结果 
参考

文献

鱼类 新鲜、冷冻 42 127 COI 委托公司测序
种和属水平鉴定成功率分别为

40.48%和 50.00% 
[23]

鱼类 
冷冻、干制、 

寿司等 
/ 139 COI 委托公司测序

30 份样品标签错误, 11 份样品标签信

息不足无法确定, 4 份样品测序失败
[24]

鱼类 新鲜 40 184 COI 委托公司测序
构建了 40种鱼类的系统树, 探讨了部

分鱼类物种的分类地位 
[25]

鲑科鱼类 
冰鲜、罐头、 

鱼松等 
5 17 COI、16S rRNA Sanger 测序 

12 份样品鉴定成功, 5 份样品无法完

成序列拼接 
[26]

鲑科鱼类 冷冻 29 85 COI 委托公司测序 构建了 29 种鲑科鱼类的系统进化树 [27]

黄鱼等鱼类 新鲜 7 91 COI 委托公司测序
27 份明示为黄鱼的产品中有 10 份标

签错误 
[28]

河鲀 
水饺、刺身、 

罐头等 
4 57 COI HRM 

57 份样品(含 24 份无标签样品)均鉴

定成功 
[29]

鱼类 
肌肉组织、 

罐头等 
88 140 COI Sanger 测序 44 份深加工产品中有 41 份鉴定成功 [32]

鱼类 
冷冻、烟熏、干

制、烤制等 
/ 305 COI Sanger 测序 111 份样品鉴定结果与标签不符 [33]

鱼类 鱼胶 15 44 COI Sanger 测序 44 份样品均鉴定成功 [34]

鱼类 鱼胶 13 16 COI Sanger 测序 
16 份样品均鉴定成功, 7 份与标注物

种不一致 
[35]

鳗鱼 蒲烧 3 6 16S rRNA 委托公司测序 3 种鳗鱼均鉴定成功 [36]

鳕科鱼类 
含鱼及其他成

分的加工食品 
4 34 Cytb HRM 

含鱼成分的 30 份样品中 30%鉴定结

果与标签不符 
[13]

鲑鱼 
新鲜、冷冻、烟

熏、腌制等 
8 32 16S rRNA NGS 16 份(50%)样品存在标签错误 [37]

鱼类 鱼糜制品 145 120 12S rRNA NGS 
成功鉴定了所有鱼糜制品中未知的物

种成分 
[38]

蟹类 冷冻、罐头等 7 333 COI Sanger 测序 一种声称为黄道蟹的蟹糜产品标签错误 [39]
蟹类 熟制 11 50 COI 委托公司测序 全部存在标签错误 [40]
蟹类 冷冻 6 34 COI 委托公司测序 成功鉴定 6 种蟹类 [41]
蟹类 冷冻 5 28 Cytb 委托公司测序 成功鉴定 5 种蟹类 [42]
对虾 冷冻 32 68 COI Sanger 测序 成功鉴定 32 种对虾 [43]
虾类 虾糜制品 / 24 16S rRNA、12S rRNA NGS 21 种样品存在标签错误 [44]
对虾 加工产品 5 58 COI HRM 4 份样品存在掺假 [45]

贻贝科 鲜活 11 52 COI 委托公司测序 成功鉴定 10 种贻贝科物种 [46]
牡蛎 鲜活 10 232 COI、28S rRNA 委托公司测序 成功鉴定 10 种牡蛎 [47]
牡蛎 鲜活 14 298 COI、28S rRNA Sanger 测序 成功鉴定 14 种牡蛎 [48]

贻贝、扇贝和 
牡蛎 

新鲜、冷冻或 
加工 

11 86 16S rDNA NGS 
成功鉴定出多种加工样品中的 

双壳类物种 
[49]

海参 干海参 7 43 COI 委托公司测序 成功鉴定 7 种海参 [50]

海参 干海参 16 24 COI、16S rRNA Sanger 测序 
24 份样品均鉴定成功, 6 份与 

标签名称不符 
[51]

蛸亚纲 冷冻 34 132 COI、16S rRNA Sanger 测序 33 个物种能够成功鉴定 [52]

乌贼 
肌肉组织、加工

食品 
5 20 12S rRNA 委托公司测序

所有样品鉴定结果均与标注 
物种匹配 

[53]

注: /表示所鉴定物种数在文献中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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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海产品的物种鉴定和标签真伪鉴别一直是全世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 海产品从海洋到餐桌的供应链长且复杂, 
整个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掺假、替代等欺诈行为, 这不仅影

响海产品市场的公平竞争, 还会侵害消费者的利益, 甚至

影响身体健康。DNA 条形码技术被证明是海产品物种鉴定

的一种有效工具, 本文主要介绍了 DNA 条形码技术的发

展及其在鱼类、甲壳类等海产品物种鉴定中的应用研究进

展。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 COI 基因可作为 DNA 条形码的

首选靶标, 此外, 其他线粒体基因(如 Cytb 基因、16S rRNA
基因、12S rRNA 基因)也可用作海产品物种鉴定的 DNA 条

形码, 王楠等[26]、胡冉冉等[51]、DAI 等[52]的研究都证实了

16S rRNA 可作为有效的辅助靶标, 提高物种鉴定的成功率

和准确率。对于罐头等深加工食品而言, 加工工艺可能会

导致 DNA 的断裂和降解, 从而影响 DNA 条形码基因扩增

和物种鉴定的成功率, 而片段更小的微型 DNA 条形码展

现出了更多优势, SHOKRALLA 等[32]、ZHAO 等[33]的研究

都证实了微型 DNA 条形码更适用于加工产品的物种鉴定。

但是微型 DNA 条形码因其 DNA 片段较短, 包含的遗传信

息有限, 在鉴定的准确度方面与全长 DNA 条形码相比存

在一定差距。Sanger 测序目前仍是 DNA 条形码鉴定最常

用的测序技术, 但是检测速度慢且无法分析混合样本是其

主要缺点。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发展, DNA 条形码技术

变得更加准确、灵敏、快速, 尤其是与 NGS 相结合的 DNA
宏条形码技术, 可对混合样本中的多个物种同步鉴定, 在
深加工海产品鉴定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大量研究都表明, 
16S rRNA 和 12S rRNA 基因序列因兼具保守性和可变性, 
是 DNA 宏条形码检测有效的靶基因[37–38,44,49]。另外, HRM
结合 DNA 条形码也为海产品物种鉴定提供了一种简单方

便、成本低且高通量的方法 , FERNANDES 等 [13,45]基于

HRM 技术, 建立了鳕鱼和对虾的鉴定方法, 对于 HRM 在

DNA 条形码检测中的应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展望未来, 
DNA 条形码技术与新一代序列分析技术的结合, 将在保

障海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

作用, 有力促进海产品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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